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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
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
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
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
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
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 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
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
城派文章的代表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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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史学和文学常常呈现出一种互相交融的态势。孟子有言: “诗亡然后《春
秋》作。”［1］认为史学继文学而起。章学诚则宣称道: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
兴……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2］认为传志之文源出于史学。在学术细分后的时代，史家在
“事信”之外还须讲究“言文”，而文人的创作既可以被史家视为史料，不少文学作品本身又是一种
对历史的有意记录。史家和文章家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起来。本文所要讨论的桐城派早期作家，
就是这样一些具有“史家”与“文家”双重身份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特指活跃
于清康熙五十年( 1711) 《南山集》案发之前，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人物的一批文人。具体到行文
中，则以戴名世、方苞、朱书为主要论述对象。戴、方二人为桐城派开山人物，已是文学史常识，而朱
书( 1654—1707) 与戴、方二人过从甚密，其文章曾受到戴、方二人的大力推崇，戴名世称赞朱书“才
气横绝一世，其奇伟博辩之作，视余不啻倍蓰过之”，［3］方苞也说自己在朱书古文面前感到“惭且
惧”。［4］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应将朱书与戴名世、方苞并列为桐城派的“宗师”。［5］本文亦同意此看
法。此三人均有志于史学。戴名世曾多次表示自己对“先朝文献”的兴趣与撰著史书的志向，并最
终因作史而罹文字狱; 方苞虽未完成万斯同所嘱托的润色、改写明史草稿之事，但却对史法有着精
深的研究; 朱书亦是“熟于有明遗事，扺掌论述，不遗名地”。［6］本文即拟从他们的历史写作入手，来
观察桐城派文章的早期面貌，并借此一窥清初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分合关系。
一、桐城派早期作家“当代史”写作的思想背景
桐城派早期诸家的历史写作，集中在明史特别是明季史事上。这一兴趣点的产生，与清初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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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以及诸人自身的学问志向均有关系。
明清鼎革之后，无论是私家史学，还是官方史学，都得到蓬勃的发展。私家野史方面，据阚红柳
《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一书的统计，顺治、康熙两朝著有私人史著的史
家，共有 218 人。［7］而这些史著大部分都是对明清之际史事的记录。如阚红柳所言，“清初学术界，
研究当代史已成为一种学术风气”。［8］而在朝廷方面，顺治二年( 1645) 五月，即诏修《明史》，此后不
断下诏征求民间遗书，以备《明史》纂修。康熙十八年( 1679 ) 三月，博学鸿词科开科，取中者 50 人
俱任命为《明史》纂修官。同年五月，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官，叶方蔼、张玉书为《明史》总裁
官，十一月，《明史》馆正式开馆，《明史》的纂修进入实质性阶段。此后，史馆人员虽屡有变动，但在
几个核心人物如徐乾学、徐元文、万斯同、王鸿绪等的主持下，《明史》纂修工作得以持续进行。雍
正元年( 1723) ，王鸿绪进呈在万斯同《明史稿》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明史》310 卷。在此稿基础上，
又经修改，雍正十三年( 1735) 十二月，张廷玉等进呈《明史》336 卷，此即乾隆四年( 1739) 所刊刻的
殿本《明史》。可以看出，在这近百年的修史历程中，康熙一朝是最主要、完成工作最多的时期。
朝野两方面对修史的重视，直接影响到戴、方等人的学术兴趣。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戴名世
致信门人余湛，即提到官修《明史》在取材上的不能完备:“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
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
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9］因此他立志独撰一书:
“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鄙人无状，窃有志焉。”［10］此后康熙二十五年( 1686 ) ，戴氏以拔贡入
京，得以广其见闻，并有机会与有志于史事的师友如刘继庄、朱彝尊、卓尔堪等交流讨论，终于有所
创获。康熙三十九年( 1700) ，戴名世致信友人刘岩，谈到自己“二十年来，蒐求遗编，讨论掌故，胸
中觉有百万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11］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方苞的学术转向，则与康熙十八年后以布衣总领修史事的万斯同密切相关。方苞少时，虽有父
兄教授经史、古文，但其兴趣主要在“辞章”方面。康熙三十年( 1691 ) ，方苞入太学，获交于万氏。
万氏对方苞的古文才华颇为欣赏，但又提醒他，古文之外尚有学问。据方苞回忆，自己“辍古文之
学而求经义自此始”。［12］康熙三十五年( 1696) ，方苞将要离京南下之际，万氏又以史事相托:“子诚
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 ‘此四明万
氏所草创也。’”［13］此后方苞虽未直接从事史书写作，但却开始潜心探索前代经史著作在文字安排
上的奥妙。苏惇元所辑《方苞年谱》所附《文目编年》，将方苞所作诸篇关于《尚书》《周官》《仪礼》
及《史记》的笔记系于康熙三十五年之后，是有一定道理的。除单篇笔记外，方苞晚年还曾应弟子
之请，将读史心得整理成《春秋通论》《左传义法举要》等著作。
朱书亦就修《明史》事与万斯同有过讨论。据朱书《与万季野书》，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左右，
朱书曾在徐秉义家宴上得见万斯同，其时万氏曾向朱书询问明末宿松籍锦衣卫指挥金星耀的事迹。
朱书以此为契机，写成《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一文，以备史馆采择。又感于金忠士、金星耀父子事
迹之灭没不彰，而作《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向安庆府六邑之士征集乡先贤之行状、事略、传记、
谱牒、碑铭之文。此《书》中指出，皖人“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尤其是“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
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14］按“三百年”的时段推算，可知朱书所征集的重点，是明代皖人的
事迹。因此可以说，朱书这一征集乡邦文献的举动，由官方《明史》修纂直接促成，是民间学者对官
方修史工作的有意补充。
时代学术风气之外，诸人自小浸润于其中的地理文化环境，对他们的史学兴趣和史学观点的形
成也有重要影响。戴名世、方苞祖籍桐城，朱书祖籍宿松。桐城、宿松明清两代均属安庆府。桐城
地处安庆府中部，在明末曾先后遭农民军、明官军、清军数次蹂躏。宿松地处安庆西北，与属于大别
山脉的英山、霍山邻近。明末清初，英、霍山区曾有农民军及官绅在此结寨防守。顺治初年，诸寨
“多为明守，不肯下”。［15］顺治五年( 1648) ，江西总兵金声恒降明，英山、霍山、潜山、太湖、桐城诸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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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予以响应，“拥众如故，遥奉明制”。［16］直到顺治七年( 1650 ) ，方被清军次第剿平，而英山三尖寨
寨主、义军骨干张福寰尚“独守山寨十余年”。［17］戴名世、朱书分别出生于顺治十年( 1653) 、顺治十
一年( 1654) ，二人少年时期当听到过不少亲历战乱者对旧闻的讲述。这为他们日后从事历史写作
提供了宝贵材料。戴名世记述明清之际桐城战事的《孑遗录》，即是“从诸父老问”的结果。［18］朱书
亦著有记述四十八寨始末的《皖寨纪事》，保存了许多不见于正史及地方志的史料。具体到个人家
世，戴、方、朱三人的父辈师友中，不乏深怀故国之思者，如戴名世曾祖戴震，为明诸生，“国变痛哭，
薙发服僧衣，入龙眠山中不出”。［19］朱书之父朱光陛“遭变后，氎巾深衣历十余年一易”，［20］以遗民
自处。方苞之父方仲舒，以布衣终身，而好与诸遗民交游，方苞幼时，曾亲接著名遗民钱澄之、杜濬、
杜岕之声欬①，对他们的生平志节有感性的认识。戴、方、朱三人虽均出仕新朝，政治立场与父辈不
同，但他们对于明帝国覆亡的痛惜叹惋，对易代之际忠义之士的赞颂，不能不说有父辈的影响在。
桐城早期诸家对史学的爱好，还与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有关。戴名世说自己与友人编选
时文，最终目的是为了发明“圣人之道”，保存“先王之法”。［21］方苞虽尊崇程朱，但对阳明学者如鹿
善继、孙奇逢、汤斌等人的志节事功亦称赞不已。［22］朱书亦是“以经世之学，自负其议论”。［23］而作
为文人，著史是他们实现经世抱负的最便捷途径。历史书写不同于单纯感物抒情的文学创作，对制
度因革、成败缘由的描述与探讨，需要广博的、关于世务的知识。戴名世在《史论》中说:“圣人之经
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24］即表达了对“史学经世”的郑重认识。这是桐城早
期诸家从事历史写作的又一重思想背景。
二、明清正统更替时间与明亡原因之阐释: 桐城早期诸家的史观
今存戴、方、朱三人文集中，关于明季历史的记录主要有纪事文与传记文两种体裁。戴名世
《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弘光朝伪东宫伪
后及党祸纪略》《孑遗录》，朱书《皖寨纪事》，均近于史部纪事本末体，而三人文集中关于明末清初
人物的单篇碑传，则可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史部传记。这些文字所体现的史观，主要集中在对明清正
统问题的判断，与对明朝覆亡原因的阐释上。
明清正统的交替，也即明祚到底结束于何时? 是清初明史写作中一个极为敏感的原则性问题，
直接关系到史著中纪年应如何书写、南明诸帝是否应入本纪、崇祯十七年( 1644 ) 三月之后抗清之
士是否应入传等具体的行文法则。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中所录顺治及康熙初年私人修撰的“通
记”类著作中，出自遗民之手的大多认为崇祯十七年后明祚仍存，而出自新朝官员的如傅维鳞《明
书》，则将明亡时间定于崇祯十七年。在朝廷《明史》馆内部，主持修史的汉人官员多主张在承认清
朝统治的同时，肯定甲申之后明藩王政权的客观存在。如康熙二十三年( 1684) ，由徐元文、徐乾学
兄弟共同起草的《修史条议》，建议“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
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也”。［25］王鸿绪在其《史例议》中也提
出:“《明史》甲申以后，纪年当何从? 余曰: 此事大非后生小子所敢定也。无已，则从《宋史》。”［26］
南宋德祐二年( 1276) ，宋恭帝赵 降元，元封其为瀛国公。之后宋臣先后拥立宋度宗庶子赵昰、赵
昺为帝。《宋史》于《度宗本纪》后设《瀛国公本纪》，附载二王于后，赵昺死，方书“宋遂亡”。赵
降元后誓死抗元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谢枋得诸人，《宋史》均为立传。徐、王二人都建议仿此
前例，将南明诸帝附于崇祯本纪之末，并且适当保存甲申以后忠于明室、尽节而死者的事迹。汤、
徐、王均为清廷高官，他们参与史事，并没有万斯同那种存亡继绝、“借手以报先朝”［27］的悲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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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作为汉人，以“汉人作汉人传”，［28］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和史家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还是
试图在清廷意旨与历史实际之间求取平衡，努力为明末君臣争取叙事空间。但他们的建议，最终并
未被采纳。尽管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态度在统治稳定后有所改变①，但乾隆四年所刊殿本《明史》，以
及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写入《四库全书》的改定本《明史》，依然将崇祯下葬作为明朝下限，南明福
王、唐王、桂王、鲁王只列入诸王传，于其建号时称“伪”。
在明清断限与易代之际纪年书写问题上，戴名世的立场与对故明抱有同情态度的史家较为接
近。其《与余生书》言:“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
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
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29］认为应遵《宋史》之
例，将南明诸藩王政权纳入《明史》的记录范围。在具体写作中，戴名世大多采取了“据事纪时”的
方法，即依照实际控制权来决定纪年、称谓。如《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中，崇祯十六年( 1643) 后
即用顺治纪年，因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榆林城被李自成军攻破，之后政令已不由明室出。《画网巾
先生传》开头，亦书“顺治二年”，［30］表明此文是站在新朝士子的立场上对忠于故国之人予以表彰。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专记弘光朝事，则在崇祯十七年后用弘
光纪年，在行文中涉及福王时，称“上”“帝”“天子”。记录桐城一县战事的《孑遗录》，纪事至甲申
之后一年，于崇祯十七年后纪年只书干支，不书顺治或弘光年号。因当日桐城县令虽仍由明中央政
府委派，但纵横于县境、决定一县民众生死者，乃各路军阀、乱兵，明廷控制力在此时已极为微弱。
文末又书:“大清兵至南京，圣安帝遁。”［31］仍称福王为“帝”，隐含地表述了此时南方地区多数地域
仍处于明室控制之下的事实。但用带有贬斥义，通常用于敌军、夷狄、失节之臣的“遁”字，而不用
“狩”等天子专用之讳语来记述弘光的弃都逃亡，又暗含对弘光的批评之意。但也有些篇目未遵循
上述原则，如《杨维岳传》于杨维岳不食殉国死后书曰:“是岁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32］此时
弘光政权已亡，如此书写，当是一种表达赞颂之情的文学性修辞。
朱书在康熙四十一年( 1702) 中进士前，民族思想较为浓厚，他对于明代断限的看法，较之戴名
世更为大胆无忌。其《癸壬录》，述明季史事，始于万历元年( 1573 ) 癸酉，终于康熙元年、永历十八
年( 1662) 壬寅，并于《自序》中明确表示: “明祀绝于壬寅。”［33］以永历十八年，永历帝被俘杀为明
亡。又其《灵谷寺树记》，记述南京灵谷寺一株曾受朱元璋封赏的古树，文中感慨道:“庙社既墟，而
后天地之间，惟海上一隅，以赐玉终奉故朔，垂三十七年，今亦已矣。”［34］直以康熙二十二年，奉明朝
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覆亡为明亡。文末则书“庚辰三月烈皇帝讳日”，［35］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但
此处并不书康熙年号。类似的写法还有《先考仲藻府君事略》，文末曰:“府君生万历三十六年八月
十一日申时，至乙卯十二月二十日戌时卒。”［36］乙卯为康熙十四年，朱书父亲以明遗民自处，故此处
只书干支，不书清朝年号，以符合传主平生志节。
方苞在明清正统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戴、朱二人的矛盾与犹豫。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少于戴、朱
十余岁，对新朝统治更具认同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记述明清之际人物事迹时，对敏感时间、事
件往往采取有意略过的笔法。后一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详述。
对明朝覆亡原因的理解，是明季史事书写中又一重根本性史观。其中，对明末党争的评价，可
以说是各家争论的焦点。东林一派史家如黄宗羲、钱澄之等，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积极意义，认为
明亡于“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37］另外一派偏重实际效用的史家，则认为两党之争，对国事并无
益处，如夏允彝《幸存录》，对明季朋党相争深致不满，认为无论君子、小人，都未能担当起挽救危亡
的重任:“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 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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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纪，徒以忮刻胜耳。此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之矣。”［38］在朝廷《明史》馆内部，同样
存在两派意见。万斯同作为黄宗羲弟子，在党争问题上的态度同于乃师:“凡魏忠贤余党齒奇齿乞东林、
复社诸君子者，虽有小善，必摘发其心术，使不能掩大恶。”［39］另外一派如朱彝尊，则认为应当以历
史人物的“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作为评判的依据。［40］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万历时任礼部尚书，在东
宫的册立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因为名不列东林党籍，所以东林派史家文秉在其记述万历至崇祯朝
史事的《先拨志始》中，“凡涉册立事，纤悉具录”，［41］却对朱国祚的贡献只字不提。有感于祖辈的
遭遇，朱彝尊要求作史者“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不肖也”。［42］由于黄宗羲在当时
及后世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万斯同又是《明史》草创阶段的主要统稿人，因此东林派史家关于明
末党争的意见，在历代知识界几乎成为定论。但这一派史家以流品定是非的史观，使得他们的历史
著述常常带有“创作”的性质，对史家的实录精神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当代学者顾诚在其《南明
史》中，即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比勘，特别是借助清方档案的记载，指出了东林派史家的许多有意
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之处。［43］谢国桢对东林人士的“清议”十分钦佩，但也承认他们的史著具有成
见，“虽以黄王之贤，犹尚不免，其他则更可知”。［44］
章学诚曾言:“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45］所谓“史德”，即“气贵于平”“情贵于正”。［46］以此标
准来看，戴名世的史德远在黄宗羲之上。其《孑遗录》《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对倾向于东林的
史可法治军、理政的勤勉有细致的描写，但对史氏在协调大局上的左支右绌、无能为力，以及东林群
体中的一些败类如怂恿左良玉进攻南都的黄澍等的作为，也都予以记录，并认为门户之争、中朝官
员对地方官及武将的牵制，是政府终不抵“流贼”的主要原因:“中朝以门户相争，而操持阃外之事，
使任事者辗转彷徨而无所用其力，直至于国亡君死而后已焉。此其罪甚于盗贼万万。”［47］又其《弘
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认为弘光朝实际上是“党祸以趣之亡”［48］:“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
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49］此篇《纪略》，对
东林派史家在弘光朝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上的说法，并不盲从，如弘光帝在黄宗羲笔下，是一个极
为昏庸无能的人，所谓“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50］此文却收入弘光一些颇有见识的言论，如
他在“群臣日上疏相诋讠其”之时，下诏制止内斗，又在杨维垣等打着为弘光祖母郑贵妃报仇的旗号，
为万历时“三案”翻案时，表态说:“朕为天子，岂记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问。
文武诸臣复举往事污奏章者治罪。”［51］都不失为能从大局出发的清醒之见。又，关于伪后一案，黄
宗羲、钱澄之等均认为童氏为真后，而弘光则是假冒的福王世子。戴名世则认为童氏之事，真伪不
能定，黄、钱“身罹党祸”，他们关于弘光身份的说法，不免“怨怼而失于实”。［52］顾诚《南明史》肯定
了戴名世这一判断，并用大量证据证明，弘光帝的身份无可怀疑，黄、钱等人之所以要把弘光描述成
是马士英找来的冒牌货，主要是因为当日东林党人意欲以桂蕃而不是福蕃继统，在迎立福蕃时又被
马士英抢占了头功。［53］戴名世在谈到史料的辨别时曾说:“《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吾以
为二人而正也，则吾从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则吾仍从一人之言，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
尽从，夫亦惟论其世而已矣。”［54］他在明末党争及其相关问题上的持平之论，即体现了这种惟其是
而不惟其人的态度。
朱书在明末党争问题上，亦偏重以实际事功论得失，对文士们热衷在口头上争是非的举动颇不
以为然，如其《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文末赞曰:“有明三百年，言官受祸最酷……然国之败亡，言官
实与有责焉。自两党角立之后，内阁六部不能自主一事，听之言官，言官又自相溃讧。其后，孙传庭
宁出关以死，不肯复对狱吏。陈永福辈甘弃守汴之功，投身逆闯，不亦悲乎!”［55］认为言官对任事之
人的苛责，加速了明朝的败亡。在《游冯公少墟园亭记》中，朱书更明确地对东林诸君子“在位讲
学”提出批评，认为诸君子以讲学立门户，不过是一种置个人意气于国事之上的自私行为:“讲学之
名立，则附会者多，苟不得附，则忌之者众。内不必皆君子，外不能使人安于为小人，则门户分。门
户分，则其事也急于疆场，重于国是。争者未息喙而国已亡矣。”［56］因此他在历史写作中，既表彰东
·431·
第 1 期 师雅惠: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林党人，如《海运策》一诗，赞颂抗清斗争失败后英勇就义的明水师将领、东林党人沈廷扬之气节:
“奈何田横徒，岛上命空尽……骈首甘蒿街，孤负胥潮愤。”［57］将沈氏比作古代忠臣田横、伍子胥。
同时也不埋没东林反对派的事迹，如《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记载万历年间金忠士奉命巡按浙江
时，曾上疏为徽州、宁国两府百姓求免税契银，“疏上，又移书阁臣沈一贯。一贯亦是忠士言，事遂
得寝”。［58］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万历年间东林党的头号政敌，但朱书对他的爱民之举，亦予以肯定。
与戴、朱二人不同，方苞关于明末党争的看法，接近于东林一派史家。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
中，方苞对万斯同《明史》草稿中进君子、斥小人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
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之言，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凡群小所指为诽谤以陷忠良
者，乃黄帝之明堂，唐尧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汤之总街，周武之灵台，所侧席以求之，
虚中以听之，舍己以从之者也。汉、唐、宋、明舍二三谊主而外，乱政凉德，奸人败类，无世无之; 惟祸
延于清议，诛及于清流，则其亡也忽焉。”［59］这几乎是黄宗羲“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60］“天、崇两
朝，不用东林以致败”［61］等说法的翻版。类似的意见还有《书卢象晋传后》，感慨崇祯“以聪明刚毅
之君，独蔽惑于娼嫉之臣”; ［62］《跋石斋黄公手札》认为明末忠良志士效忠无路的主要原因，在于
“媢嫉之臣，相继而居腹心之地”，致使人主阴受其转移。［63］但方苞这种“流品论”史观，在现实指向
上与黄宗羲等人有所不同。黄宗羲作为复社成员，偏袒东林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
争取历史解释的主动权; 方苞作为新朝士子，对东林的推崇，主要出发点则是辅助风教。在《书杨
维斗先生传后》中，方苞为万斯同辩护说:“自古善人以气类相感召，未有若复社之盛。小人诬善之
辞，亦未有若魏党之可骇诧者。而易代以后，犹有谓先生为已甚者。人心之陷溺，此君臣朋友之道
盖几乎息矣。”［64］可见他看重的是东林在“君臣朋友之道”上的道德榜样作用。今人陈永明认为，
在清朝统治逐渐巩固之后，南明史的书写开始“朝着‘去政治化’的方向逐步发展，并尝试以传统儒
家道德诠释，取代过往带有强烈政治隐喻的历史观点，作为人们回顾这段改朝换代历史的叙事角
度”。［65］方苞论及东林人物时的现实考量，正可以与这一观点相印证。
三、史著之“义法”: 桐城早期诸家的史法
桐城文章在行文上以讲究“义法”著称，而“义法”本是史著的作法。“义法”一词，最早见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66］其源头则可上溯至《春秋》。据司马
迁的记载，孔子作《春秋》，是感于“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7］因此《春秋》不仅
是对史实的记录，而且是可以“当一王之法”［68］的“道义”之书。司马迁作《史记》，亦是要通过“整
齐世传”［69］而“成一家之言”。［70］这一史学传统，曾一度式微，但在中唐之后随着古文的兴盛而得到
延续。韩愈《顺宗实录》《平淮西碑》，以及北宋初宋祁、欧阳修等用古文写就的《新唐书》《新五代
史》，改变了以抄录史料、整齐旧事为主的旧式史书作法，而注重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提炼，来表达
作史者的见解。［71］方苞所强调的“义法”，即是对这一史学写作传统的总结概括: “《春秋》之制义
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72］按方苞的说法，“义法”以“言有物”“言有序”为核心
标准，既包括通贯全书、“于其言之杂乱无章者寓焉”［73］的史著笔法，又包括较为浅显的单篇文章
之法。用“义法”的标准来衡量戴、朱、方三人的历史写作，可以认为，三人文章，都能做到洁净有法
度，但在法度的运用上又各有特色。
戴名世曾有写史应如“大匠之为巨室”“良将之用众”的比喻，［74］他的史著亦展示出高超的组
织史料的才能。梁启超曾称赞其《孑遗录》能“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
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史家技术之能”。［75］杜维运也说戴氏
“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镕冶之”。［76］戴氏史著的章法，接近于方苞“义法”中
“于其言之杂乱无章者寓焉”的精微变化的层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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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立历史的空间坐标。首先是选取关键地域作为写作的切入点。如《崇祯癸未榆林城
守纪略》《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分别记录榆林、保定、扬州事，此三地
在明季政治版图中均有重要意义: 榆林与“流贼”所兴起的延安府相接，此处人心向背可见出朝廷
教化之成败; 保定为拱卫京师之重镇; 扬州在弘光朝为史可法督师驻地，江南、江北安危皆系于此一
地之存亡。因此戴氏虽未能实现写作《明史》的心愿，我们却依然能从这几篇文字中见出他对当日
天下大势的把握。赵翼曾评价吴伟业歌行“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是“善于取题”，［77］这一评
价亦可移之于戴氏诸篇《纪略》。其次是将纵向的时间叙述与横向的空间叙述相结合，增强了历史
的“现场感”。如《孑遗录》开篇即叙述桐城四境所接壤之地，以及境内山川形势，下文十余年之攻
守战事即在此一空间中展开。又如《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篇首叙述西北边境行政区划与地理
形势，以见出榆林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此地“尚雄武而多将才”的民风的由来。［78］《崇祯甲申保定
城守战略》篇首叙述明末畿辅行政建置，“总督二，巡抚九”，“十三节镇”，以此暗寓明季军政的腐
败，虽有重重护卫却毫无效用，“贼至辄望风溃”，［79］并凸显保定军民在一片降旗中“坚守不下，死
义甚烈”的难能可贵。［80］梁启超谈“史迹之论次”，认为“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81］戴名世可
谓善设构背景者。
第二，在纪事中传写人物形象。《孑遗录》及诸篇《纪略》都以纪事为主，但在事件的叙述中，又
插入许多对涉事人物性情的叙写。以《孑遗录》为例，崇祯九年( 1636 ) 正月一段，记述了一位为掩
护乡邻，诱贼远去，“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的老妪，以及一位拒绝为贼修桥、甘愿被杀( “余一人
生，岂众人遂当死耶?”) 的民间男子事迹，［82］见出在辗转濒死之际的民众，仍存义烈之性。崇祯十
六年十二月一段，记述张献忠与黄得功战场相见时的一段对话:“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
何相扼也! 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 亦 可 乎?’得 功 曰: ‘吾 第 欲 得 汝 头 耳，何 公 侯 为
也!’”［83］通过张献忠之语，揭出当日“贼”与“官”互相勾结、互相依赖乃一种普遍的心理和行为，而
黄得功的回答，则可见这位“威名震于贼中”的将军的忠贞正直。黄得功在弘光朝为江北四镇之
一，后世史家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此处则为读者展示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又如崇祯八年
( 1635) 五月一段，总述史可法治军的辛劳情状，其中“军行不具帏幙，当天寒讨贼，夜坐草间，与一
卒背相倚假寐，须臾，霜满甲胄，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声戛戛然”［84］一句，成为关于史可法形象
的经典描述。又如崇祯十二年( 1639) 一段，记述抚军郑二阳的昏庸无耻，大敌当前，却“以其所著
阴德书出示土民，而戒民间勿捕伤禽鸟”，［85］将退兵之计托付于冥冥之天; 敌退之后，方出兵进山，
掠夺民寨，且大言: “兵之出征，犹诸生赴试也。兵入山叩堡寨，犹诸生之赴试投逆旅主人也。”［86］
有统帅如此，真乃国家败亡之征兆。这种种人物形象的加入，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使得全文不再是
军报资料的汇集，而是包含人间鲜活万象的画卷。
第三，凸显历史的节点与脉络。如《孑遗录》中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四年( 1641) 一段，围绕“抚
贼”一事展开，太湖兵备道杨卓然早有招抚计划，几经周折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两军停战，杨氏入
京面奏天子，请求朝命。而朝中公卿对此犹豫不决，桐城民众则认为可趁此机会将贼兵一举歼灭，
贼兵亦觉察政府诚意不足，意图再次发起攻袭。在此千头万绪交汇之时，戴氏写道:“乃党祸方烈，
廷臣日以门户相争，漫不以贼为意。”［87］于是一个可以决定战局走向的机会，被轻易放弃了。由此
又引出停战协议破裂之后，桐标营张宝山袭贼而死，言官又借此劾黄得功擅杀部将张宝山等一连串
事件。从而通过此一事，串起前后诸事，并且借此写出当日言官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者的“微
旨”即寄寓其中。又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此篇主要叙述史可法督师四镇之始末，兼及弘光
一朝军政大端。文中不断对史可法的处境进行概述与评论，如崇祯十七年十一月: “史公奏请，皆
多所牵掣，兵饷亦不以时发，南北东西不遑奔命，国事已不可为矣。”［88］崇祯十七年冬，对部下李日
芳“当以生气出之”的劝导，“笑而不答”，观星象之后，又“怆然不乐”。［89］弘光元年( 1645) 四月，扬
州告急，“史公檄召各镇兵来援，皆观望不进”。［90］史可法负有统领四镇之责，他履责的顺利与否，
·631·
第 1 期 师雅惠: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直接决定着南明抗清形势的好坏。而通过上述提示，读者不待终篇，已能体会其困境，预知弘光政
权的败亡。与李日芳对话一事，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温睿临《南疆逸史》之《史可法传》亦采入，但温
《传》是将其放置在传末，作为传主“逸事”来写，表现的是史可法个人的品德; ［91］戴氏《纪略》则将
其放置在事件的进行中，使得此事不单关乎史氏个人形象的塑造，而且具有提示下文的情节性作
用。这一差别，固然有文体的原因，但作者史才的高下，亦可从中见出一斑。
朱书现存史著中，《皖寨纪事》偏于事实的记录，在文采方面略有欠缺。其传记文字，则能从一
人事迹中见出一时一地之风气，如《明中丞金丽阳先生传》，金忠士文才武略兼备，朱书于其武事方
面，选取镇守榆林为重点，兼及万历间西北边境防守情况; 文事方面，则重点录其关于“天灾告警，
莫测其祸，汹汹之势，所在思乱”［92］情势的奏疏，而此疏所言，正是当日国家病症所在。又如《送梅
勿庵游武夷序》，此篇文名为送序，实为记人，文中由“吾江南上游文献，盖推桐城方氏，宣城梅
氏”［93］一句，牵绾起方以智、方中通父子与梅士昌、梅文鼎父子两家，通过对两家家学与处世风格的
对照描写，见出明清之际皖北士风、学风的多样面貌，最终归结到“三百年文治遗泽”［94］的更为深
远的历史背景上来。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把握历史的全局性眼光。
相较于戴名世、朱书史著的宏阔文风，方苞的碑传文，篇幅均较短小，而以用笔的简省、文意的
深微为主要特征。关于历史写作应取“繁”还是取“简”，历代史家并未有统一意见。大致来说，重
“义”之表达者多偏好“简”。《春秋》行文可谓至简，杜预《左传集解序》解释其原因是“制作之文，
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95］孔颖达疏言: “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
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 立意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 文辞约少，则义趣微
略。”［96］也即“文约”是“旨远”的必然要求。与之相对，重“事”之记录者则不避“繁”。《左传》文繁
于《春秋》，杜预解释这是由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
枝叶，究其所穷”。［97］《左传》以事解经，故不惮枝叶之繁琐。后世史家中，刘知几赞扬“简”“晦”之
义，但又说:“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98］欧阳修力倡“简”，他与宋祁等合撰的
《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99］单篇碑传文字，亦有意追求“文简而意深”［100］的风
格。万斯同草创《明史》，则务于浩博，“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
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01］认为在修史的准备阶
段，资料长编的撰著往往不能“简”。可见，在“撰录多备”［102］、文献足征的年代，史著的文风标准，
不能一概而论。修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史著体裁，对“繁”“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方苞属于拥
护“简”的一派，这与他把史著视作最后之成文，而非“史料”有关，亦与他对史之“义”以及史家处
境的理解有关。
从现存方苞为明清之际人物所作传记中，我们能够较明显地体会出作者在“义”的选取上偏个
人道德，与“法”的运用上尚“简”的倾向。如其《孙征君传》，为清初北方大儒孙奇逢之传记。将此
《传》与康熙初年魏裔介所作《孙钟元征君传》［103］对读，可以看到，在取材上，魏《传》中所述甘于贫
苦、拒绝阉党笼络、向大府进言、晚年天伦之福等事，方《传》均未采入，只重点记述其在天启年间挺
身相救东林“五君子”，以及后半生入山讲学事。在同一史实的记录上，魏《传》详述了孙氏为“五君
子”奔走的经过，方《传》只用“倾身为之”［104］一句来表述; 魏《传》中所记述孙氏历次辞却征聘事，
方《传》亦是一笔带过。方苞曾受孙奇逢曾孙孙用桢的委托，删定孙奇逢年谱。据苏惇元《文目编
年》，此《传》与《孙征君年谱序》作于同年。可知方苞写作此《传》时，对孙氏生平细节已十分熟悉，
《传》中事迹之取舍，有其深意在。方苞在传文末尾之“赞”中，对孙氏平生学问大旨进行了揭示:
“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征君尝语人曰:‘吾始自分与杨、左诸贤同命，及涉乱离，可以犯死者数
矣，而终无恙，是以学者贵知命而不惑也。’”［105］联系此文写作时间来看，方苞作此文之前二年，刚
从戴名世《南山集》案中蒙皇恩得脱。脱身后的方苞，认为追慕文字虚名，是自己遭此灾祸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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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① 因此，孙奇逢韬光养晦、“处隐就闲”的立身法则，便受到方苞的格外推崇。此《传》重点在
突出孙氏与政治的疏离，与此无关者一切删汰，正是为了强调此“知命”之义。方苞论述前史作法，
曾有“常事不书”之说:“《春秋》之义，常事不书……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
也。”［106］《孙征君传》对史料的剪裁，正是遵循了“常事不书”的原则。
又如《田间先生墓表》，墓主钱澄之甲申后曾参与吴江反清义军，又曾在隆武、永历朝廷任职。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军攻陷桂林，永历帝由梧州逃往南宁。钱氏于此时脱离朝廷，于顺治八年
( 1651) 年末辗转回到桐城故乡。这段在钱氏一生中至为重要的经历，《墓表》却只用“及归自闽
中”［107］五字带过。全祖望对这一省略颇感遗憾，认为方苞可能是未见到钱氏记述南明史事的《所
知录》。［108］但从《墓表》中所写钱氏与方家父子的密切交往，“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
晤语，连夕乃去”［109］的情况来看，方苞不可能对钱氏任职南明之事一无所知。此文作于乾隆二年
( 1736) 十二月，二十多年前，友人戴名世因直书南明年号而被认为“悖逆”、处以极刑的教训应犹在
心，而这二十多年里，又接连有吕留良、屈大均等著名文人因文字“悖逆”而遭祸。因此，剔除钱氏
的故国之思与民族节操，突出其早年参加复社时的“君子”立场与晚年的学问成就，应是方苞的有
意为之，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保全作者，并确保这篇文章能够流播于世。这可以说是方苞“常事不
书”原则的另一种运用。
方苞谈《史记》作法，认为《礼书》《乐书》《封禅书》《儒林列传》诸篇，均隐含着作者的言外之
意。在方苞记述明遗民事迹的文字中，亦常有这种“言近而旨远”之辞，如《白云先生传》，传主张
怡，崇祯末为锦衣卫，甲申三月后曾“与未死诸公哭大行于承天门下”，［110］后隐于南京栖霞山，是清
初遗民中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方苞此《传》，对张怡早年经历，以及南归后的隐居生活，均以
极平淡冷静的口气出之，但又写道，张怡不许世人为其著述抄录副本，言“已市二瓮，下棺则并藏
焉”。［111］张怡的多种著作，今日尚存人间，并没有被带入坟墓，但这一表述，却传达出这位当年的崇
祯近侍，在君死国亡后的深哀巨痛。晚清人袁承业在为明遗民季大来所作传中，记述季氏晚年把著
作藏在密封的铁函里，“其殆郑所南《心史》，张瑶星《经说》之类欤?”［112］可见方苞此处的“微旨”，
当日读者自不难领会。又如《季瑞臣墓表》，季氏为明季诸生，一生无甚大功业，此文主要记述其治
家之事。文末突然插入季氏与一位友人的来往:“杨先生鹿园，金陵奇士也，于时人概不快意，独与
先生为寂寞交。先生寡言语，终日温温，独时与杨先生扶杖矫首郊野，则巨饮纵谈大乐，或乐未毕而
继之以哀。”［113］杨鹿园，名大郁，字炯伯，清初隐于南京，卓尔堪《遗民诗》收其诗十一首，中有“莫问
蒙头点白霜，只看世事等黄粱”［114］之句。季、杨二人能成为不避哀乐的“寂寞交”，当是有同样的故
国之思、兴亡之感的缘故。方苞此处看似闲笔，实际上写出了季氏不为人知的情怀，用意颇深。钱
穆认为方苞的文笔“很可做小品”，［115］这类充满“言外之意”的对故国人物的描写，正是方苞全部创
作中最近于小品、最富情韵的部分。
综上所述，桐城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在史“义”和史“法”上均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在“义”的方面，戴名世、朱书更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具体人事的评论更倾向于从现实结果出发，
以实际事功为衡量标准。而方苞对牵涉到朝代更替的敏感问题，往往采取有意规避的态度; 在品评
历史人物时则注重其个人品行，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法”的方面，戴、朱二人史著，呈现出包
罗万象的宏阔气势，难以用一定的文法来阐释; 方苞的传记文字，尚“简”尚“晦”，旨意深远，较有法
度，同时也不免有气促不畅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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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桐城派作家中，方苞享年最久，名位最高，其“义法”说，成为后世桐城派文章理论的基
础。而从本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苞理想中的“义法”，本是作史之法，但其本人的史传创作，
却是有关天下兴亡之“大义”少，有关个人存身之“小义”多; 浑融包举之处少，细节描摹之处多，并
未能体现“义法”的全体面目。这一特点，与方苞本人的学术倾向有关，也与其生命历程以及随之
而来的心态变化有关。学术方面，方苞自青年时代便有治经之志向，晚年自言“平生精力所竭，惟
在别择先儒经义”，［116］而于三《礼》、《春秋》、《诗》尤用力。这几部经典，《礼》以礼文寓礼意，《春
秋》以事寄寓圣人之情，《诗》亦讲究“比兴”，均有“言高旨远”的特点。方苞以“简”“晦”见长的文
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经典文风熏染的结果。
精神心态方面，以康熙五十年( 1711) 戴名世《南山集》案为分界线，方苞的人生轨迹与处世信
念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此案由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
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117］而起，刑部审拟此案的题本中，进一步将论南明史事的《与余生
书》列为《南山集》六篇“大逆之言”之首。戴名世于康熙五十二年( 1713 ) 二月伏法身死，朱书、方
苞亦均受到牵连。朱书因亡故得免议，方苞先被下狱，后于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十月获释。经此
磨折后的方苞，一方面，对世间苦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写出了《狱中杂记》这样“准确有力”的文
字［118］; 另一方面，则拜服于满族朝廷的威权，体现在文章创作上，便是有意的“自我压抑”。① 方苞
对长篇史著之体的放弃，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对敏感事件、人物的有意略过，均可以看作是其史学写
作中“自我压抑”的表现。可以说，从戴名世、朱书到方苞史传文风的转变，是一个史学告退、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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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arly Tongcheng－School Writers’Description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I Ya－hu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works o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y the early Tongcheng－school writer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early Tongcheng－school writers on legitimacy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and the
party strugg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and analyzing the delicate structure of the historical works written by the early
Tongcheng－school writers，it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early Tongcheng School writers’historical
views and writing styles． In contrast with the national standpoint and complicated structure of Dai Mingshi and Zhu Shu’s
historical works，Fang Bao’s historical work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 morality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has a
concise writing style．
Keywords: early Tongcheng－school writers，late Ming Dynasty，historic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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